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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一定要坚持社会学的实证原则，切实地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创造出社会学

的中国学派。我体会，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费老指出，“我们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少，缺乏系

统科学的认识”。准确、深刻地提醒我们要丝毫不懈怠地努力。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

在对中国社会很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故此不可避免地会走很多弯路。社会学承担着沉重的使

命，要以自身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要贯彻社会学的实证原则于各门社会科学，真

正切实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才能为我们祖国做出贡献。不坚持实证

研究，凭想象提出各种主张，会损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实证原则之重要性超出社会学学科，而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它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原理在社

会学学科中的具体表现。总的精神是实事求是。回顾我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历程，深深感到偏离

实事求是原理的力量是何等地大！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偏离实事求是原理，都是没有真正

从实际出发。我感到，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雷洁琼、家师徐雍舜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一直坚

持的实证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夸夸夸其谈的空疏作风盛行。或许，

时“左”时右在学风方面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实证精神。“空谈误国”非虚言也！ 

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论十分重要。费老指出，中国的社会研究早先没有把人作为客观对象看

待，到五四时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才有了新局面。而社会学自引进之初就提倡“本土化”、“中国化”。

费老说，“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既要科学化，又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费老认为，

第一条要坚持的仍然是五四时期引进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科学性。 同时，他又特别强调，

时至今日，科学地、单纯把社会当作客观事物研究的路数是不足的。这里不仅是继承中国文化传

统的问题，费老把问题提得更广阔，认为这是“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大问题”，指出了其普遍

意义。这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要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土壤，

理性主义思路恐怕是不够的。费老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谈到叩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之道。联系到费

老复旦大学潘光旦纪念讲座致辞时讲到的潘光旦先生的“位育”概念。那个概念在用语上源出《中

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今天仍然行之有效。

这就说明中国社会的研究，单用理性主义思路不够的，费老既认为，第一要坚持理性主义、实证

主义的科学性，又认为要注意另外一面（我体会就是单用理性主义科学作风不够），很全面地阐

明了今后中国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应注意的倾向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处辉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及问题的看法 

如果从康有为 1891年在广州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之教学大纲中始有“群学”作为社会学传入

中国的开始时间，中国社会学至今已有 108年历史：如果从第一本社会学著作在中国出版，即 1902

年章太炎所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在中国出版算起，也已有 97 年的历史（严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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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学肄言》为 1903 年出版）。 

社会学在中国的百年史是十分曲折的。前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学发展最快的时期是 30-40

年代；后半个世纪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之发展，是在 1979年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以后。 

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 20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但总体发展的规模和已

取得的成就均超过了以往的水平。特别是近五、六年来，高校社会学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了。现

在，全国高校已有社会学系或专业 40多个，社会工作系或专业 20多个，而且发展势头有增无减。

越来越多的理工农医类在大学开始设立社会学系或专业，这是一个可喜的新动向。 

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费孝通先生提出学科建设要有“五脏六腑”之说，经过 20年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有无“五脏六腑”之说，经过 20 年的发展，而是“五脏六腑”是否健康的问

题了。80年代之初，费先生还提出：社会学的“戏台”已经搭起，下一步是如何唱戏的问题。而

现在的问题则已发展到应当唱什么戏、如何唱出高水平的社会学之“戏”的问题了。 

 

社会学界依然存在着诸多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随着社会学学科的迅速发展，近年又有一大批其他学科的学者转而从事教学和研究，这

使社会学队伍进一步扩大了，但同时又出现了第二轮“补课”和师资培训问题。 

（2）学科共同体的建设急需加强。现在社会学界的学术综合实力并不强，但重复劳动和刀耕

火种式的、小生产式的学术研究方式造成了大量的学术力量的浪费。这种科学产品生产方式的“不

经济”现在还十分严重。 

（3）在一些社会学工作者中，猎奇、自以为是学风较为盛行，而对解放前的老一代社会学家

的诸多高水平学术成果不屑一顾。其实老一代社会学家们，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曾做卓越的

成绩，其中有很多可作为当今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础。 

（4）食洋不化问题还相当严重。外国的优秀社会学研究成果必须大量地吸收借鉴，现在不是

引进多了，而是系统地引进还很不够。但是如果一味崇洋，食洋不化，将不会有助于真正的中国

的社会学建设与发展。在这方面尚有必要好好向老一代社会学家学习。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

老一代学者，都是很好的榜样。 

（5）真正的“中国的社会学”之理论建树还不多。这本身即说明中国社会学学科尚不够成熟。 

当然，中国社会学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很好的。上述所有问题都可理解为社会学在中国发展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就不愁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相信在 21世纪到来之初，中国社会学会有更为长足的发展。 

 

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动向 

用李大剑先生的话说，“横向”地研究社会就是社会学，“纵向”地研究社会学是历史学。但

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社会学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就离

不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和研究。费先生在《略谈中国的社会学》一文中曾说，早在 30年代，

英国布朗（R. Brown）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时就认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

门学科，比孔德等要早 2000 年（《从实求知录》第 232 页）。但时至今天，中国社会学者们仍很

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家们对社会学的贡献。这是学科不成熟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要建立真正的“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家就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

的发掘与研究。解放前曾有潘光旦、龙冠海等社会学家注重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但成果多未

发表。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部将它列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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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之一；国家九五社会学科学基金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列入重点项目之一；中国社会

学会也在 1999 年 6 月通过了在中国社会学会下设“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的

决定。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和专著也已出版了数部。并有几部较大规模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和

专著正在写作之中。所以，今后五年间，可能有一批较高水平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问世。 

另外，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日见活跃，但研究力量集中于历史学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对

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也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颇有意义。但限于社会学界的

现有力量和学者们的知识背景，中国社会史近年不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或者说，社会史研

究仍属历史学者的一项工作，而不是社会学者能力、精力所及的研究重点。但是，中国社会思想

史则是社会学者必须着力的研究重点之一。 

要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要使中国人达到“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学界就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

思想史发掘研究。而现在的研究力量还是很不够的。 

 

 

 

社会学者的双重角色与中国社会学 
 

蔡  禾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在使政府和人民超越单纯的经济学视野，关心自己、关怀社会、关

注环境。因此，社会学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但社会学工作者也比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大

的来自社会实践的压力，要求社会学家作为专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找对策，社会学的工

具性价值成为政府和百姓衡量社会学工作者价值的标准。 

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学重建 20 年的积累和逐步成熟，学科自身要求规范化、专业化的压

力也在日益增长。讲究研究问题的理论对话、建立假设和检验、追求知识价值的增长，也成为学

界衡量社会学工作者价值的标准。 

社会学工作者作为专家和学者两重角色之间的紧张不可避免，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是 21 世

纪对社会学工作者的要求。孤求专家的角色，社会学不可能在学术之林立足；孤求学者的角色，

社会学在中国得不到真正尊重，从而也不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要求社会学工作者有清醒的自

觉。 

然而，由于每一位社会学工作者所处的工作环境、研究条件、职业压力不同，扮演专家或学

者角色的成分就不同。学院派和非学院派差别的出现将不可避免。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历程来看，

学院派的形成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之一。但二者的差别也使彼此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合作比

任何时候都重要。没有这一点，社会学就会失去自己的队伍。而要达到这一点，则需要相互尊重

对方的研究，为双方提供表现的舞台和发表社会学观点的空间。社会学重建 20 年，可以说是撒

下了种子，遍地开花。但是，它还没能在各个分支领域里形成一支支相对稳定的研究者群体。可

以说，我们现在在许多领域里都有造诣较深的学者和专家，却没有围绕这些领域形成较稳定的研

究群体。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建设上的发展速度，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从而使政

策性研究也往往缺乏特点。当然这种群体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但意识到这一点，自觉地促进其


